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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约束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平衡难题。自财政分权改革

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直接或间接地对地方企业实施补贴，导致各地能源价格趋异，进而影响能源消

费成本和结构，造成各地碳排放效率呈现显著差异。本文以全国 30个省市（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2003—2018

年的数据为考察对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东部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较高，中部次之，东北最低。作为我国产煤

大省的山西省，其碳减排空间高达 109.4 亿吨。从总体上来看，碳排放空间排名前五的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北、

辽宁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单位 GDP能耗、人均碳排放的上升，都不

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人均能耗的上升所实现能源的集约型利用有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

府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策略，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改善。能源价格的上升，有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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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提出在 2030 年前达到碳峰值以及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地方政府面临着发展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之间的

平衡难题。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各地环境的恶化和频频出现的空气污染，地方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境保护压力。现

有研究认为，要扭转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财政分权改革是未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相互平衡的潜在突破口。但有多数研

究认为，自 1994 年财政分权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事权的上升和财权的下降导致地方政府被迫

发展本地经济来扩大税基，解决就业，并对本地企业实施财政和能源补贴。同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即便是对环境不友好的重

化工企业，地方政府依然对其进行扶持以防止工人下岗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高能耗、高排放企业依然

广泛存在，这导致过度的碳排放和碳排放效率的下降。因此，要实现环境改善，财政分权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1]。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我国的节能减排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学界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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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否实现 2030 年前碳排放峰值和 2060 年前碳中和目标仍缺乏一致意见。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节能减排压力依然较大。为了

应对日益上升的碳排放及其导致的全球变暖，欧美等主要国家或经济体已出台征收碳税、推进排放权交易计划并加大政府减排

支出等节能减排政策。我国正逐步推进碳排放交易计划和碳税的征收，但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还

取决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功能和支出方向，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能源减排政策设计中扮演关键角色。 

财政分权水平用于衡量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关系。地方财政支出所占比例越大，分权程度就越高。根据

财政分权理论，地方居民可用选票来表达自身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此外，地方政府因具有本地信息优势，可以更好地满足本地

居民的公共物品的要求。因此，为了与其他地区实现竞争，地方政府通常利用中央政府所赋予的权力，来发展地方经济和改善

财政收入，从而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同时，地方政府也可能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忽略环境监管，通过降低环境标准以吸引外

资，这将不利于环境改善。 

财政分权到底如何影响碳排放或环境污染？一些研究认为，更高程度的财政分权有利于节能减排；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地

方政府更倾向于“逐底竞争”，即愿意通过削弱地方环境法规来为本地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放松管制的过程中，由于辖

区之间可能存在“搭便车”行为，环境质量会下降，跨国界污染行为会随之增加。因此，中央政府若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财政支

出权力，环境污染增加的可能性就更大。 

与现有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相比，财政分权对碳减排的影响机理有其特殊性。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方

面，为了追求辖区内更好的环境质量这一公共物品，财政分权有助于地方政府防止工业废物的产生和雾霾的产生；另一方面，

跨界污染和“搭便车”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府改善本地环境的意愿和效果。虽然污染控制和碳减排都可以反映公共物品的

属性，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比如，一些固体污染物更多地反映当地公共产品属性，但碳排放由于其跨区域转移，更

多地反映其全球公共产品属性，这就取决于污染物的属性。如果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以预防和控制污染，从而改善辖区

环境质量，这种环境质量改善的受益者更多的是辖区居民，而其辖区外居民难以受益；如果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减少了碳排

放而改善了环境质量，则减排受益者不再仅限于其管辖范围内的居民，辖范围外居民也可以受益。 

正是由于污染物属性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控制污染和减少排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通常有更强的动机来控制本地污染物，尽

管其自身不得不承担减排责任，除非这种污染预防和控制成本可以由邻近地区的地方政府进行分担，或者碳减排成本可以在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摊。大量的污染物控制涉及跨界，比如跨界水污染，除非邻近的地方政府之间就污染控制的成本分摊

存在共识，否则，“搭便车”的行为就在所难免。由于各地方政府从碳减排中获得的利益都有限，即地方政府的污染控制收益

与成本不匹配，必然导致各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履行降污减排的责任。通常而言，碳减排的初始驱动力来自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

监管或考核压力。中央政府只有在要求地方政府履行节能减排职责时又弥补碳减排成本，地方政府才会有动力将碳减排支出纳

入地方财政支出。因此，在考察财政分权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时，我们不仅需要从碳减排全球公共物品属性的视角来分析地方

政府参与碳减排的考核压力，还需要考察各级地方政府奉行减排政策时的立场与作用。 

但现有研究鲜有考察能源价格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低能源价格削弱了市场和企业碳减排的压力和动力，而较高的能源价

格会降低碳排放从而提升排放效率，因为高昂的能源价格将通过增加投入成本而惩罚高能耗和高排放的企业，从而达到减排效

果。因此，在制定环境决策将能源价格纳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是政策分析框架中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 

因此，探索财政分权、能源价格及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尽管一些研究以发达国家或

其他发展中国家为考察对象，但以我国为例的研究仍不多见。本文以我国主要省市为考察对象，考察财政分权、能源价格及其

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以分析我国碳排放效率的走势及其影响因素，为我国在未来如何有效提升碳排放效率做出有益的探索。 

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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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日益上升的环境污染压力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地方政府在碳减排方面的财政支出和角色已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

点。从制度设计和政策改革的角度，我国能否实现碳减排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向，以及地方政府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之间如何寻求平衡。 

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 1994年之后全面推进，其主要目的是中央通过改革来上收财权。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下降但事

权上升，这导致地方政府被迫通过其他方式来扩大税收、增加就业和维持社会稳定。这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财权下降导致的缺口；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也想通过发展本地经济来提升自己的政绩从而获得政治升迁。但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并

未取得一致结论。多数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另外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

响是负面的[2-3]。而张晏、龚六堂却认为，分税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性[4]。在 1994 年以前，财政分权水平的

提升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在改革之后，由于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财政分权却有利于经济增长。菲利佩蒂（Filippetti）

利用 1970—2010 年 21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证实财政分权促进增长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权力[5]。如果税收

分权伴随着更高的行政和政治分权，则会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反之则不然。 

财政分权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显著的环境效应。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 Kruger）较早探讨了经济发

展与环境之间的倒 U型关系
[6]
。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会先增加，在达到峰值后下降，即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早前的研究

多数是从数据观察开始的，后续大量文献都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提供了经验证据；丁道（Dinda）还通过构建内生增长分

析框架来探讨收入与环境退化之间倒 U型关系的理论模型[7-8]。 

一些研究认为，更大的财政分权可能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为财政分权较高的省级政府拥有更多的环境保护自由和财政

资源，而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的环境质量需求有更好的了解。所以从理论上讲，它们比中央政府更愿意在环境保护上花费更多

的钱，以有效改善当地环境质量。比如，苏（Su）等利用经合组织 1990—2018 年的数据实证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和生态创新促

进了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并降低了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9]。但赫（Hao）等运用 1995—2015年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证实财政

分权与人均污染物（SO2和 CO2）排放量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 U形关系[10]。 

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可能会使环境状况恶化。张（Zhang）等运用 1995—2012 年我国 29省的面板数据来研究财政分权对环

境政策功能机制的影响[11]。实证结果表明，仅环境政策就可以实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但是，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使环境政策大

大促进了碳排放，导致了“绿色悖论”。李（Li）等利用 1984—2018年巴基斯坦的数据来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不对称影

响，也认为财政分权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会增加空气污染[12]。此外，更大的财政自由度会导致地方政府愿意增加对各种生产项目

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投资，并支持重工业的发展，这些工业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并产生严重的污染。但宋（Song）等指出，要

控制污染，分权应当适度
[13]

，适当的财政分权可以改善全要素绿色生产率，但过度的财政分权则成为全要素绿色生产率提升的

障碍。 

一些研究考察了财政政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查、周和李（HuangG.B.,Zhou & Li）等认为，不同财政分权都会促进碳排

放的增加[14-15]，如果不进行相关的机构改革，尤其是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节能减排政策可能会失败，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文

章认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弱“N”形。罗能生、王玉泽运用超效率 SBM 模型考察了我国 1998—2013

年不同省市的生态效率值，认为在晋升的激励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会导致生态效率的下降[16]。Wang 和 Li 使用 1996—2010

年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支出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认为财政支出规模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正相关，而财政支出

构成和人均碳排放量之间存在负相关
[17]
。肖容、李阳阳运用 1999—2010 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财政支出和

碳排放之间的关系[18]，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呈正相关，此外，随着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

响效应会不断减弱，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高排放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增加碳排放，中排放地区次之，

低排放地区较弱。田建国、王玉海分析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同碳排放的关系，认为财政分权同碳排放总量水平正相关，

且财政分权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19]，特定地区财政分权的提升除了导致本地区碳排放水平的增加，也会通过示范效应

导致周边区域碳排放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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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研究来看，多数有关财政分权的研究都是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或碳排放总量的影响，考察财政分权对碳排

放效率影响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对我国不同地区碳减排空间的研究也不多见。此外，鉴于能源价格对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

加上我国地方政府为了扶持本地经济发展而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和补贴的行为，也会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因

此，以我国不同省域为考察对象，研究财政分权、能源价格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对提升中国碳排放效率和缓解碳排放压力，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数据来源与碳排放效率、碳减排空间的计算 

本文所涉及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消费量，以及能源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而 GDP 相关数据、GDP 平

减指数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碳排放效率的计算方法基于 C-D 生产函数，本文将投入要素进一步拓展到劳动、资本和能源等多变量，产出总量用 GDP 来

衡量。由于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碳排放系数关系，因此，在生产函数中，我们用碳排放总量来代替能源消费。碳排放系

数参照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计算标准，煤、石油、天然

气和水泥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 2.46、2.76、2.09 和 0.4985。基于此，本文计算出在最优技术条件下，相同GDP 所消耗的最低能

源投入（碳排放）的水平，然后通过分析目标碳排放投入和实际碳排放投入的比例，即可计算出碳排放效率的水平。 

本文参照弗里德、洛弗尔和施密特（Fried,Lovell & Schmidt）考察能源效率的方法来计算碳排放效率[20]。碳排放效率的

计算是考察生产前沿线上目标碳排放与实际碳排放之间的比例关系，以考察我国不同省份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具体的计算方法

如下： 

 

式（1）中，i 表示我国各个省市，t 表示年份，CBE 用于衡量碳排放效率，ACE 用于测算实际的碳排放量，LCE 则表示损失

的碳排放，TCE 用于衡量目标碳排放总量，也就是以当前的技术水平，要达到特定的产出水平需要最低的碳排放数量。而

代表不同省份的减排潜力，其数值水平越高，代表该省份目前碳排放的损失越大，也意味着该省具有较大的碳减排潜力。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的样本区间选取 2003—2018 年，总样本包含 30 个省市，港、澳、台和西藏等省市和地区因数

据缺失未纳入样本。数据来源等情况说明如下： 

劳动：所有样本省市的人口数据都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资本：我们借鉴张军的“永续盘存法”来测算所有年度的资本存量[21]。计算方法为：Kt=It+(1-δ）kt-1，式中，Kt 代表第 t

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 t年的投资，δ表示第 t年的资本折旧率，2000 年的资本存量数据和资本折旧率（δ取 9.6%）也沿用

该研究结果。本文的资本存量数据用 2003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 

能源：鉴于我国碳排放主要来自煤、石油、天然气等产品的消费以及水泥生产，我们利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能源消

费等数据折算出各年度的碳排放数据。不同燃料和水泥生产的碳排放系数都来自 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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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Ci代表能源 i的碳排放数量，βi表示各种能源的排放系数，Ei则代表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消费量和水泥的产

量。 

产出：所有 30个样本省市的 GDP 和 GDP 平减指数数据均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且各年度的 GDP 数据均用 2003 年

的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格以便于比较。 

实证研究结果见表 1。从总体来看，我国的碳排放效率大致呈现“N”形状态，即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过程。整体

来看，碳排放效率整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 2013年以前，我国碳排放效率大致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但2014年和 2015 年

我国碳排放效率大幅度地下滑，2014 年和 2015 年是中国空气污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年份。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

速推进，尤其是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过高，燃煤污染导致我国空气重污染天数急剧攀升，其中，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地区

频频出现雾霾，而山东、辽宁、河北等省市第二产业和重污染行业占的比重甚至高达 GDP 的 60%，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

级压力较大；而山西、内蒙古、宁夏、陕西等省份，又面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均过高的问题，实现清洁能源转型也势

在必行。2016 年至今我国碳排放效率又重新开始上升。 

表 1我国主要年份碳排放效率状况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平均 

北京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广东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83 0.79 0.96 

上海 1.00 1.00 1.00 1.00 0.57 1.00 1.00 1.00 0.94 

福建 1.00 0.92 0.93 0.87 0.76 0.86 0.91 0.86 0.88 

重庆 0.89 0.71 0.77 0.79 0.81 0.85 0.74 0.77 0.79 

广西 0.69 0.74 0.79 0.89 0.84 0.88 0.70 0.57 0.78 

海南 1.00 1.00 0.67 0.73 0.69 0.74 0.57 0.63 0.75 

四川 0.63 0.65 0.67 0.71 0.78 0.79 0.72 0.84 0.72 

浙江 0.82 0.74 0.73 0.63 0.59 0.79 0.73 0.64 0.70 

湖南 0.60 0.50 0.59 0.71 0.76 0.87 0.69 0.63 0.67 

江苏 0.79 0.69 0.72 0.61 0.51 0.68 0.62 0.70 0.66 

江西 0.60 0.65 0.71 0.78 0.76 0.67 0.52 0.50 0.66 

青海 0.69 0.60 0.56 0.71 0.50 0.62 0.63 0.83 0.63 

湖北 0.50 0.51 0.59 0.60 0.61 0.79 0.67 0.69 0.62 

云南 0.49 0.43 0.45 0.53 0.62 0.77 0.75 0.85 0.61 

河南 0.41 0.40 0.47 0.61 0.71 0.77 0.68 0.74 0.59 

天津 0.64 0.65 0.76 0.71 0.41 0.38 0.79 0.30 0.59 

吉林 0.39 0.46 0.57 0.55 0.47 0.68 0.73 0.72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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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0.53 0.46 0.48 0.47 0.43 0.54 0.46 0.48 0.48 

安徽 0.45 0.49 0.46 0.50 0.50 0.47 0.39 0.38 0.46 

陕西 0.50 0.43 0.46 0.50 0.43 0.40 0.33 0.34 0.44 

黑龙江 0.41 0.39 0.40 0.46 0.46 0.50 0.39 0.38 0.43 

河北 0.38 0.38 0.41 0.47 0.47 0.51 0.42 0.43 0.43 

辽宁 0.32 0.38 0.42 0.40 0.35 0.50 0.44 0.36 0.39 

新疆 0.50 0.46 0.43 0.39 0.31 0.27 0.22 0.22 0.36 

甘肃 0.30 0.33 0.34 0.39 0.36 0.37 0.33 0.29 0.34 

贵州 0.24 0.25 0.27 0.30 0.28 0.31 0.27 0.31 0.28 

宁夏 0.24 0.25 0.25 0.23 0.16 0.19 0.21 0.15 0.21 

内蒙古 0.23 0.18 0.24 0.20 0.14 0.12 0.22 0.13 0.19 

山西 0.12 0.13 0.17 0.22 0.22 0.21 0.17 0.11 0.1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自行测算结果 

从不同省市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来看，北京、广东、上海、福建和重庆的碳排放效率排名靠前。其中，北京、广东、上海、

福建属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些省市的能源减排技术相对较高，碳排放效率也就更高。重庆碳排放效率更高，主要是因为其积极

推进碳减排工作。2010 年开始，重庆就被确定为低碳试点城市，制定了《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在电解铝、铁合

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推进交易试点，这些政策的出台都促进了重庆碳减排取得积极成效。山西、内蒙古、

宁夏、贵州和甘肃的碳排放效率居全国末位。这些省市是西部地区或中部地区，多数是煤炭资源大省，或者能源技术水平相对

较低，使用煤炭这一廉价能源的动力更为充足，导致碳排放效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山西作为产煤大省，其 2003—2018

年的平均碳排放效率 0.17，仅为北京市碳排放效率的 1/6左右，碳减排压力和空间巨大。 

从碳排放效率的地区对比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碳排放效率依次递减。最高的东部地区的平均碳排放效率达到

0.74，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为 0.53，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为 0.49，东北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最低，仅为 0.46。 

为了准确把握我国不同省市节能减排空间的大小，我们以碳排放效率最高省市为参照，计算各省市的碳减排空间。以 2018

年山西为例，其碳排放效率年度平均值为0.17，其碳排放效率提高的空间即为 0.83，据此可以计算出该省的碳减排空间。研究

结果表明，从碳减排空间来看，各省市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见表 2）。作为产煤大省，山西省 2003—2018 年的碳减排空间最大，

高达 109.4 亿吨。从总体上来看，碳排放空间排名前五的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北、辽宁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产业结构

严重依赖于重化工。这也意味着这些省市具有发展新能源、能源合同管理、能化共轨和深度脱碳等新兴产业的巨大潜力。 

四、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 

针对碳排放效率在不同省市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本文拟对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具体因素进行探究。 

（一）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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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卡亚（Kaya）的卡亚恒等式（Kaya-Identity）扩展模型来考察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将碳排放分解为人口、人

均 GDP、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这几个要素，以考察这些主要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计算等式为： 

 

式（3）中，CE、POP、GDP 以及 TOE 各自代表碳排放总量、人口数量、国内生产总值与能耗总量。 

 

若将 记为 CBE，表示碳排放效率，则上式的反函数可以表示为： 

表 2各省市代表性年份碳减排空间（单位：十亿吨）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03-2018 

加总后排序 

山西 0.49 0.62 0.59 0.59 0.69 0.76 0.76 1.14 10.94 

内蒙古 0.22 0.47 0.44 0.56 0.81 0.84 0.74 0.90 9.48 

山东 0.28 0.50 0.55 0.61 0.72 0.59 0.75 0.68 9.12 

河北 0.30 0.37 0.40 0.42 0.47 0.41 0.47 0.44 6.58 

辽宁 0.31 0.32 0.33 0.37 0.44 0.33 0.36 0.44 5.74 

江苏 0.09 0.18 0.18 0.29 0.42 0.28 0.35 0.25 4.12 

河南 0.24 0.35 0.35 0.28 0.21 0.16 0.22 0.16 3.97 

新疆 0.07 0.10 0.12 0.18 0.28 0.39 0.46 0.51 3.96 

陕西 0.08 0.14 0.16 0.19 0.29 0.35 0.40 0.40 3.76 

贵州 0.16 0.17 0.18 0.20 0.26 0.26 0.29 0.26 3.49 

安徽 0.12 0.13 0.17 0.19 0.22 0.25 0.29 0.31 3.28 

黑龙江 0.14 0.17 0.20 0.21 0.23 0.21 0.26 0.27 3.25 

宁夏 0.06 0.07 0.09 0.12 0.19 0.20 0.19 0.31 2.36 

浙江 0.05 0.10 0.12 0.18 0.21 0.11 0.14 0.2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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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0.12 0.15 0.13 0.17 0.19 0.09 0.14 0.13 2.17 

甘肃 0.09 0.10 0.11 0.11 0.14 0.15 0.15 0.16 1.97 

吉林 0.10 0.11 0.11 0.13 0.17 0.10 0.08 0.08 1.78 

湖南 0.07 0.14 0.12 0.10 0.09 0.05 0.12 0.15 1.66 

四川 0.09 0.10 0.11 0.11 0.09 0.08 0.10 0.05 1.44 

云南 0.08 0.11 0.12 0.12 0.11 0.06 0.06 0.04 1.38 

江西 0.05 0.05 0.05 0.05 0.06 0.09 0.13 0.15 1.17 

天津 0.04 0.04 0.03 0.05 0.11 0.11 0.03 0.11 1.03 

广西 0.03 0.03 0.03 0.02 0.04 0.03 0.08 0.12 0.69 

重庆 0.01 0.04 0.04 0.04 0.04 0.03 0.05 0.04 0.56 

福建 0.00 0.01 0.01 0.03 0.07 0.04 0.02 0.04 0.49 

广东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0 0.14 0.38 

青海 0.01 0.01 0.02 0.01 0.03 0.03 0.03 0.01 0.29 

海南 0.00 0.00 0.01 0.01 0.02 0.02 0.03 0.03 0.25 

上海 0.00 0.00 0.00 0.00 0.09 0.00 0.00 0.00 0.21 

北京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数据来源：本文测算结果 

 

由于地方政府可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与方向、实施直接或间接的能源补贴和能源市场干预，以及降低环境监管标准等方

式，直接作用于本地企业对能源消费的结构、总量。鉴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较高的现实，这导致了碳排放总量居高

不下和碳排放效率难以改善，因此，考察和分析我国碳排放效率时，通过财政分权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在影响碳排放效率过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因此，我们拟将财政分权指标纳入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有多种。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自主法和收入法来考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

收入和支出关系，用于分析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重点考察地方政府在影响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效率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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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数据统计连续性的变化，本文所采用的财政分权数据，地方与中央的财政预算内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在 2003—2008 年

间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此后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此外，能源价格作为决定能源消费数量和结构的关键因素，我们也将纳入模型，从而将等式（6）扩展进而得到我国碳排放

效率的影响因素等式： 

 

式（9）中，CBE,GEC、PEC、PCE、DEC 和 PRI，分别表示碳排放效率、单位 GDP能耗、人均能耗、人均碳排放、财政分权指

标以及能源价格。 

（二）统计性描述与实证研究结果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其中，GSA、GSB、ELC 和 ENT 分别表示不同能源价格，即 92 号汽油、95号汽油、柴油、电

力和所有能源的平均价格。为了便于比较和计算，所有能源价格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CBE 数值介于 0和 1之间，数值越大就代

表碳排放效率越高，GEC 的单位用百万吨标准煤/十亿元GDP 来衡量，PEC 的单位用吨标准煤/人来表示，PCE的单位为吨碳排放/

人，DEC 的单位为人均地方财政总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数。 

表 3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CBE GEC PEC PCE DEC GSA GSB DIE ELC ENT 

平均 0.*2 0.25 3.14 9.78 0.51 0.22 0.31 0.30 0.5* 0.35 

中位数 0.57 0.22 2.83 7.75 0.4* 0.19 0.30 0.29 0.58 0.35 

最大值 1.00 0.94 10.73 52.47 0.90 1.00 1.00 0.75 1.00 0.77 

最小值 0.09 0.08 0.73 1.*4 0.1* 0.00 0.00 0.00 0.00 0.00 

 

数据来源：利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数据计算所得 

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证结果见表 4），单位 GDP 能耗与碳排放效率负相关，其系数为-1.34。这与

部分省市处于重、化工阶段有关，重工业占比过高，加上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技术水平有限或者成本投入过高。在

这种发展阶段，工业生产必然伴随着高能耗、高排放；同时，鉴于我国当前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依然超过 60%，这决定了

增长与污染和排放相伴相随，碳排放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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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均碳排放的上升也会导致碳排放效率的下降，其系数为-0.011。这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和吸引投

资，通常会放松环境监管的力度。宽松的环境监管力度导致企业自然愿意采用成本低、节能减排技术水平低的工艺进行生产，

从而导致高排放及碳排放效率的下降。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考察财政分权的系数，发现财政分权水平越高，碳排放效率越

低，这也证实了上述的假设。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通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增长，即财政分权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发

展经济的冲动越大，而各地方政府为了争夺有限的投资，通常会放松对本地环境监管的力度，从而导致碳排放效率的下降。 

表 4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 

变量 模型(1) 概率 模型(2) 概率 模型(3) 概率 

GEC -1.34 0.000 -1.470 0.000 -1.497 0.000 

PEC 0.098 0.000 0.051 0.047 0.129 0.000 

PCE -0.011 0.000 -0.015 0.000 -0.036 0.000 

DEC -0.378 0.001 -0.361 0.001 -0.439 0.000 

GSA 0.154 0.009 0.162 0.005 0.17 0.003 

PEC^2   0.006 0.003   

PCE^2     0.0004 0.000 

 

数据来源：本文测算结果 

人均能耗的上升有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这主要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转换为城镇居民之后，由于节能技

术的普遍应用，能源的使用更加集约。此外，通勤距离相对下降，清洁能源的使用也会导致碳排放的下降；节能建筑的推广，

也会导致碳排放效率的相应提高。能源价格的上升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这也与常识相符。能源价格的上升会导致企业和

居民会选择降低能源的使用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这些都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 

为了进一步考察人均碳排放和人均能耗与碳排放的影响，我们加入了两个变量的二次项。结果表明，系数的显著性并无明

显的变化，而且二次项系数均为正数，且都能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人均能耗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为正，这无疑表明，随着我国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能源已逐渐实现集约化使用，这导致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但人均碳排放的一次项为负数，二次项为正数，

这表明，人均碳排放在经过特定拐点之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会由负转正。 

为了考察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利用不同能源价格场景来考察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变化，研究结果见表 5。研究表明，能源

价格的变化并不能显著影响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系数的变化。除了电力价格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之外，其他几种能源价格

的系数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它们的系数为正，表明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能源的使用会趋于集约化，这有助于提升碳排

放效率，也就是说，我国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和能源价格的改革，会有助于企业和居民更加理性和节约地使用资源，这有助于降

低我国碳排放总量，并有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效率。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约束下，探讨地方政府在影响碳排放效率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运用数据包

络法测算我国不同省市的碳排放效率水平，然后基于扩展的 Kaya 恒等式，考察了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并运用面板数据实证



 

 11 

分析财政分权、能源价格等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最后在模型中运用不同能源价格的替代指标检验了模型的稳健性。 

表 5稳健性检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GEC -1.340*** -1.325*** -1.300*** -1.245*** -1.306*** 

PEC 0.098666 0.087*** 0.086*** 0.0815*** 0.088*** 

PCE -0.011*** -0.009*** -0.009*** -0.0095*** -0.009*** 

DEC -0.378*** -0.398*** -0.429*** -0.412*** -0.417*** 

GSA 0.154***     

GSB  0.118**    

DIE   0.073*   

ELC    -0.022  

ENT     0.151* 

 

数据来源：本文测算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碳排放效率大体上呈“N”形走势，即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到再上升的

过程。2014 年和 2015 年碳排放效率下降明显，这也与我国在那两年雾霾频起相吻合；其中，东部地区碳排放效率最高，中部次

之，西部较低，东北碳排放效率最低。第二，从碳减排空间来看，不同省市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作为产煤大省的山西省在2003—2018

年的总碳减排空间最大，高达 109.4 亿吨。从全国来看，碳排放空间排名前五的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北、辽宁均为经济欠

发达地区，其产业结构严重依赖于重化工，这也意味着这些省市发展新兴能源行业和提升节能减排技术还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单位 GDP 能耗和人均碳排放的上升都对碳排放效率有负面影响。人均碳排放的上升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影响在经历了拐

点之后，又会有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第四，人均能耗和能源价格的上升都有助于改善碳排放效率。第五，财政分权不利于

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且所有模型的系数都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在未来的分权制度改革中明确绿色导向、支出责任与激励措施，使地

方政府以增长为导向逐步过渡到重环境和重质量，从而提升碳排放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其次，构建更为包容性的财政体

制，兼顾地方活力与中央集权，让地方政府能有效兼顾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此外，鉴于地方政府竞争之间具有空

间溢出效应，强化跨域技术与控污减排合作，也有利于改善区域碳排放效率；而开发新的碳排放期货品种，有助于节能减排技

术的快速部署进而提升碳排放效率。最后，利用我国努力实现2030 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契机，积极培育深度脱碳的第三方新

兴能源服务业，既有利于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也有利于培育新兴能源行业并实现环境的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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